
　　【主持人语】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

中新的历史方位。与这一新时代相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进入新阶段，有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一最新成果；与这一新时代相对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重要转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是中国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全

局背景和行动纲领，为此本人特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以上新论断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和逻辑阐述。第一

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旨在从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与官方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阐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第二篇“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及化解路径”，旨在通过剖析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生成轨迹及“美好

生活需要”的内涵演变，分析矛盾的转化逻辑及化解思路。

——马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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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梳理总结了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中国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阐明

了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即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是其重要来源，官方在学界研究

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和总结，并指引学界的研究立场和方向。由经济思想向完善的经济理论发展需要处

理好学界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与官方经济学的辩证关系，基本原则是坚持官方指引与学

界创新的良性互动，评判标准为是否与新时代的基本方略保持一致，具体实施路径是着力解决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实践中的新矛盾与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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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名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

中，经济思想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被命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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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主体来看，十九大报告中的经济新思想应属于官方经济学
①

范畴，是学界经济学
②

研

究与官方经济学的辩证关系走向符合历史与逻辑统一关系的阶段性成果。而要将这些经济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并作为未来工作的行动指南，要求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体系，这对学界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应在十九大报告的

指引下，以学界研究为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来源。为此应首先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十九大报告提

出了哪些与经济有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二是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形成的历史与逻辑是什么？重点在于弄清这一过程中官方经济学与学界经济学研究的对立

统一关系。三是在弄清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如何建立完善的理论

体系的基本原则？即如何实现学界研究与官方指导的良性互动，并辨明实现这一基本原则的评

判标准和具体实施路径。为此，本文将依次解答上述三个问题，在阐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路径的同时，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提供建议。

二、  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框架，整体涵盖了经济、社会、文

化、政治等各方面内容。经济思想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被梳理归纳为五大方面。

第一，阐明了中国继续进行经济建设的历史新方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③
。

第二，指明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与学界研究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特别指出，“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④

第三，在新时代和新矛盾论断的基础上阐明了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奋斗新目标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
。

第四，指明了支撑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五大基本经济方略。基本经济方略包括“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⑥

第五，首次提出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六大战略举措。
⑦

同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在

经济建设具体工作方面提出了数十条新措施。

上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

①官方经济学指一定时期内，基于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执政党的价值取向，由官方认可并获得主流地位的经济学

说，它是一定时期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并为最高决策集团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

②学界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探索和发现经济运行中的规律与矛盾，并利用经济规律以适应和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主要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相对稳定的对策体系。学界经济学一般具有

思想上的多流派、研究上的多层面、看待问题的多视角等特征。

③④⑤⑥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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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在选择和提炼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方向性判断，是官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范畴。其重要来

源是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理论创新。

三、  学界的研究创新是官方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来源

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土壤。纵

观官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每一次理论飞跃，都以学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支

撑。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重大战略思

想，无不建立在学界积极探索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

基本来源仍然是学界的研究工作和理论创新。本文将从中国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断，新时

代“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

本方略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举措的选择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学界“社会主义阶段论”是新时代论断及“两步走”战略安排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分阶段进行。这一观点与

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相一致，学界在此总体方略下进行了具体研究。程恩富（1993）曾论

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胡连生（2012）进一步指出，有必要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细分为前期与后期。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文化显示出新的特征，说明中国已

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流派之一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SSA）”学派将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

将这一理论中国化后，用于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

一大卫•科茨（2015）指出，未来中国发展有三个可能的方向，即“延续的SSA”、“资本主义SSA”

或“社会主义SSA”。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CSSA）的代表性学者马

艳等（2016）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走向，是由“混合所有制”中哪一种资本占主导地

位决定的：如果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则CSSA极大可能走向资本主义方向；如果公有资本占主

导地位，则仍将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高级阶段。马艳等的最新研究，进一步将社会主义走

向明确为“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CSSA”。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已经进入社会

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的论断，并提出了新时代的分阶段战略目标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

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任务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同时，为保证前进道路的正确方向，十九大报告

多次强调了走社会主义道路
②

，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做大做强国有资本等
③

观点。

（二）学界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总过程的矛盾分析是新矛盾变化论断的理论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自2010年起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见习近平：《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7年10月28日。

③“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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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在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维持在

高位；科技不断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和矛

盾，学界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活动总过程中对新矛盾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从直接生产领域来看，学者从生产力发展的外延和内涵的角度、生产部门的结构性失衡角

度等，阐明了中国经济在生产效率、发展方式和创新力等方面的新矛盾。在生产力发展的外延

和内涵问题上，学界指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进行科技创新，推动“内涵式

经济增长”。马艳（2009）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创新发展了“内涵式经济增长”的

定义，即科技进步条件下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劳动的复杂程度的提高，会带来内涵的

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从而带动经济“内涵式”的增长。同时多数学者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本质是打破传统的主要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逐步迈入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

并提出市场、政府和第三种力量（非正式关系）同时推动创新，即创新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

政府创新，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张来武，2011；洪银兴，2011；任保平和郭晗，2013；等等）。在研

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学界特别重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的自然条件”，即经济建设与

环境承载力的矛盾。21世纪以来，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验

证研究十分丰富，众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基本验证了EKC在我国的存在性（陈华文和刘康兵，

2004；穆红莉，2008；符淼，2008；等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生态矛盾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刘明

远（2006）指出应结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生态政治经济学，以解决

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环境问题。陈学明（2012）指出，资本由于其“增殖原则”，决定了它

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是无止境的。我们必须在充分认识资本与生态的矛盾对立的同时，分析

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基于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等角度对经济与

生态的具体矛盾成因与解决方式进行了研究（杨志和王梦友，2010；谢富胜等，2014）。此外，学

界还考察了生产的中观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矛盾。部分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整体上存在“脱

实向虚”、区域上存在“东快西慢”的问题（鲁保林和易淼，2014；孙龙建，2015；安树伟，2015；

等等）。黄晖（2013）认为，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虚拟经济发展如

何更好地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矛盾关系上，何玉长（2013）谈到，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之后

的增速递减并不意味着经济走向衰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克服了虚拟经济的风险，当前我们

要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夯实实体经济，促进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

从收入分配领域来看，学界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分配到的经济

成果不断增长的同时，仍然存在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尤其表现在普通劳动者

收入长期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我国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所

面 临 的 主 要 矛 盾 是 财 产 性 收 入 差 距 而 非 劳 动 收 入 差 距 （ 张 宇 ，2011； 卫 兴 华 ，2012； 刘 国 光 ，

2012；等等）。关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及解决方案选取等问题，大量学者认为造成收入分

配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程恩富，2012），具体原因是在国民产出的最终使

用过程中投资比重过大、消费比重过低，劳动收入在功能性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并呈现下降

趋势（程恩富，2014；贾康和苏京春，2015）。在解决途径上，程恩富和刘伟（2012）特别强调，必须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在重视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的根源性问题的同时，合理发挥政府再

分配调节手段的作用。

从交换领域或资源配置手段的选取方面来看，学界关于政府与市场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

作用和地位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当前，学界大致有三类观点。一类是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学者强调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邱海平（2015）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低效

第 1 期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7



率，甚至会出现无效的一面，因此，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第二类观点是西方新自由主张的

市场决定论，认为只有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问题（张维迎，2015；吴

敬琏，2015；等等）。第三类观点是主张政府与市场可以共同作用于资源配置。其中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者认为在公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

挥政府作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就不发挥作

用（胡钧，2014；程恩富，2014；黎宏，2016；等等）。西方经济学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普遍开

始反思“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重提“政府干预”的作用（罗伯特•希勒，2008；方兴

起和保罗•克鲁格曼，2009；迈克尔•舒曼，2009）。当然学者们在政府作用的认识上存在根本性

分歧，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政府宏观调控应基于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导作用，西方经

济学者更多强调政府干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

从消费领域来看，学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生产性消费占比过大、供给结构性不足和

过剩并存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消费不足具有显著的特异性，既体现出与别国相似的消费不

足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消费不足在中国的特殊规律，以及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洪银兴，

2011；温立武和谭顺，2013；逄锦聚，2016；等等）。关于用何种理论来指导和解决当前消费结构

不合理的问题，学界认为应选用马克思的消费力理论而非经典经济危机理论。当前中国的主要

任务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着力培育广大居民的消费力，同时关注人的发展（洪银兴，2011；逄

锦聚，2016；谭顺和郭乾，2017；等等）。近期，学界主要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消费需求扩张

的问题，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效释放技术进步与消费需求互动效应的重要手段，可以通

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促进消费需求扩张（汤向俊和马光辉，2016；朱富强和朱鹏扬，2016；金

晓彤和黄蕊，2017；等等）。

正是基于学界丰富的现实分析与理论探索，十九大报告指明了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特征，

即“我国经济已经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

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①
，并基于我国总体上已经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阶段性特征和消费需求升级的角度论述了人民需要的维度变化，着重阐明了“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范围“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②
。指明了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在经济总过程中的

具体表现，包括“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

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

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

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③
，从而得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

此外，学界研究阐明经济过程中的新矛盾的同时，也从多角度多方面指出了解决矛盾的对

策思路，十九大报告将其提炼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

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

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④
。

（三）学界理论争鸣为新时代经济建设的基本方略和具体举措提供丰富营养

在应对和解决新矛盾的具体思路与对策方面，学界着力于从促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

革两方面着手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与官方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①②③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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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论断相互联系，进行了积极有效的辩论与争鸣，从而为新时代经济建设基本方略的制定以及

具体实施措施的选取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首先，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举措问题。2015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同年12月指明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
①

。自这一概念提出后，学

界首先对改革的指导思想进行深刻研究。一种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采用供给学派

的相关理论来指导改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为指导来实施改革（邱海平，2016；逄锦聚，2016；裴小革，2017；等等）。在学界争鸣的基础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非西

方供给学派，更非新自由主义
②

。

在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后，学界有的放矢地提出了改革的具体举措。一是

分析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于供需不平衡，

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供需错配，传统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较低，相关结构

性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裴长洪，2016；邱海平，2016；洪银兴，2016；等等）。

二是阐明了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切

实抓好“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持续不断增加经济的创新力（张晨，2016；邱海平，2016；洪银

兴，2016）。三是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具体举措。自供给侧改革提出后，学界开始对不同领域的

具体改革措施展开分析，如能源领域、农业、体育产业等（梁晓菲，2016；韩长赋，2016；李博，

2016；梁枢和王益民，2016；等等）。

其次，关于如何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促进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学

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即认识到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无法回避产

权制度改革问题（董辅礽，1987；童大林，1986；等等）。至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学界关于混

合所有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公有制经济的模式选择（周新城，1990；姚迈，1992；蒋一苇，1992；

等等）。到1993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片课题组第一次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认为非公有

经济在改革中表现出很强的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种所有权相互渗透，界限越来越模

糊，很难再按所有制形式来划分，更多的混合型产权结构将出现，并明确提出了要调整和改革

所有制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此基础上，厉以宁（1994）提出并积极倡导国有企业股份

制改革的具体思路，其后更多学者认为，混合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兼容性要高于传统的国

有企业，也更有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许小年，1999）。

近年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呈现加速态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学界研究也进一

步推进，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能够且必须

更好地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以及促进公有制与市场

经济的更好融合（周新城，2014；程恩富，2014；卫兴华，2016；刘凤义等，2016；等等）。然而，在改

革的具体方向上，学界有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类持“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因此认为应在改革过

程中弱化国有经济地位。有学者片面地将“去产能”理解为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肆宣扬“国

有企业低效论”。刘瑞明和石磊（2010）甚至宣称“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并以此为基础论证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并拖累经济增长。另一类坚决反对“国有企业低

①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见2015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②“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

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

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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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论”，认为应当在改革过程中强化国有经济地位。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

低效率论”完全忽视了我国的现实情况，基于国有企业的特质论证了“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并

非一个不争的事实”（刘国光，2007；左大培，2006；程恩富，2012；等等）。程恩富（2012）指出，国

有经济的整体高效已得到历史的检验，重视经济效率或绩效不能限于局部效率和经济效益，对

国有经济的局部低效和阶段性亏损应作具体分析。张宇和张晨（2012）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明显提高，国有资产和企业利润均实现了较快增长，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

的不断深化是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朱安东（2016）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不仅是

宪法规定的，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针对上述学界讨论，习

近平（2016）强调了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指明了改革的方

向是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①

。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主要矛

盾的新变化的论断，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举措等，均建立在学界丰富研究的基础之

上。可见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是官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的土

壤，没有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官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成为无

本之木、无源之水。

四、  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原则和路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基本方略，为我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

供了指引与方向，如何进一步采取举措以应对和解决新矛盾，要求系统的经济理论价值加以指

导。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思想也是如此。从“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到实现“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的目标，需要全面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要求我们正确把握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官方经济

学的辩证关系。下文将从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评判标准和

具体实施路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基本原则是坚持官方指引与学界创新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与官方经济学

的辩证统一，二者具有共同的思想来源，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均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

特征。学界“解放思想，百花齐放”的研究争鸣与理论创新为官方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理

论源泉；官方经济学在秉承自身价值观和执政理念的基础上对学界的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抽象

和凝练，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引与治国方略，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官方指引与学界创新的良性互动。

首先，学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应以官方的正确价值导向为指引。经济学研究暗含一定经

济集团的利益取向，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特征。研究中必须把握为谁的利益研究、为

谁的利益创新的问题。为此，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从理论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时刻牢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始终是人民的经济学，研究中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利益放

①“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

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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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位；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揭示和利用经济规律，为“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出谋献策。如果学界片面强调“研究独立性”，偏离正确的价值取向盲目追求“创新”，则将导

致方向性偏差。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是

一个开放的体系，要求批判地吸收各流派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将其纳入自身的有机理论体系。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有了一定的渗入，一些经济学

研究者出现了认识偏差，在具体经济实践中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例如，前文阐述的对混合所

有制改革过程中国有经济地位的正确认识上，对产权制度改革方向的选择上等。出现这些偏差

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是改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牢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研究的价值取向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解决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过程中的新矛盾必须坚持以有利于人民的方向，“不忘初心”，则上述偏差可以及时得到发

现和修正。十九大报告中“新思想和基本方略”的出台也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在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的基础上，学界研究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真正做到实事求

是，鼓励争鸣，勇于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丰富的营养来源。如果学界研究

一味强调“解释”官方经济思想和政策，则无法为官方经济学提供丰富的思想来源和恰当的理

论支持。这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不“跟风”，不“唯上”，不只对官方经济

思想和对策作辩护性的解释，更应对经济矛盾和经济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勇于指出官方

经济学在提炼学界观点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判断和不足，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发展。

（二）官方与学界良性互动的评判标准为是否与新时代基本方略保持一致

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其对经济

过程中矛盾的认识和作用将与其他立场的经济学必然不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阐述具有新

时代的历史性特征，在利用经济规律解决经济矛盾的方向上也将有所变化。在评判创新发展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方向是否恰当时，应注意是否与新时代的基本方略保

持一致，具体标准是，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否有利于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强国”①
。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加强对基本假定与研究范围的分析与完善。

例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行为模式的假定上，应

强化对“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②
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

唯物辩证法的人性认识。认识到经济活动中的人不仅仅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更有可能是

“利己利他经济人”或者“制度人”。如果秉承“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则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

模式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建设不可能做到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中心。重视历史和

逻辑均证明的经济活动中的人更可能是“利己利他经济人”或者“制度人”这一结论和研究出发

点，研究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促使人的行为动机从个人利益考虑转向集体利益考虑，这

样才能解决现行经济中的某些矛盾，真正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

又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研究范围上应明确经济规律的作用界限，

反对和批判运用经济规律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

法指出，经济规律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定经济规律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同一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林岗、张宇：《〈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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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作用和结果均不同；经济规律只有在经济领域中才能发

挥良好的作用，如果侵入不应由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领域，则会导致“异化”，产生不利于人民

的后果，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明确经济规律的作用界限。例如，有人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法则

来分析犯罪现象，得出犯罪是“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结论，提出由于打击某些犯罪行为的成本高

于收益，因此可以在一定界限范围内容忍这些犯罪。鉴于此，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自觉抵

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明确指出，对腐败“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这

一论断暗含了对某些学者利用经济规律分析腐败现象的批判。事实上，上述构建“经济学帝国”

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仅考虑了经济成本，对社会成本的考虑严重不足，这是因为这些研究未能注

意到经济与社会的有机联系，没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科学研究方法为指导。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不仅不能构建“经济学帝国”，还要对类似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

研究结论作科学而严肃的批判。

第二，更好地实现“两步走”的阶段性目标，要求研究时着力把握建立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基

础上的中国现实。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阶段性目标是为“两步走”的具体经济工作和具

体制度改革献计献策，从而缓和并解决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一项制度是否能有效发挥

作用，受到社会整体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结构的制约，只有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与中国

现实，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变革。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即唯物

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相一致，这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在批判地

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理论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三）具体实施路径是着力研究解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新矛盾与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始终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

如此。这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在基础理论创新上，坚持“真理越辩越明”；在具体问题

研究上，坚持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为更好地落实十九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五大战略举

措献言献策。具体实施路径上应着重分析和处理好以下五大矛盾：

一是着力研究和解决产权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包括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制度的

矛盾，以及公有产权及其具体实现制度的矛盾。认识到我国虽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但

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仍然不充分不平衡。因此，在基本产权制度

的选择上，要在“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的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重点放在“引导”上，引导创新，引导竞争，为实现中国复兴而服务。同

时，不容回避我国公有资本产权实现制度本身也有内在矛盾，例如国有经济在运营过程中的效

率低下问题，着重分析问题的具体成因和解决方式。

二是着力研究和解决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并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的矛盾为前提。在

新时代新矛盾的背景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是在继续促进经济发展

的同时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

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

取得新进展”等具体目标。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首先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矛盾关系，研究如何

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加强政府的作用”。在明确二者职能分工的基础

上，遏制市场力量的不当扩张，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同步平衡发展，“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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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对人口老龄化特征，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实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方略。

三是着力研究和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的矛盾。应按照不同群体的利益损益进行多角度研

究，加强研究生态环境破坏对不同群体利益的不同影响，重视环境规制政策的“分配效应”，在

政策分析上以有利于劳动者利益提升为主要导向。同时，推动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不仅要坚持未来的绿色发展，还要解决历史生态“欠账”问题，不仅要利用市场化手段，还要加

强行政监管。在研究中秉承为实现建设美丽中国服务的具体思路。

四是处理好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环境之间的矛盾，构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命运

共同体。基本思想是既要主动承担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作为整体上的大国强国的责任与义

务；又要认识到我国从人均收入和区域发展不平衡角度上来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着力于

研究如何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更好地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一方面使世界发展环

境更有利于我国自身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引导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解决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

挑战，并为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样板。

五是着力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利益提升的矛盾。发展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是促进人民利益的提升。之所以将这一实施路径放在最后，是因为在

前述四大实施路径中，均须强调矛盾解决过程中的劳动者利益提升方向。在此前提下解决好前

述四大矛盾，第五大矛盾将迎刃而解。

五、  结 语

中共十九大报告阐明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基本方略、发展战略和举措为

我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进取，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通过梳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学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学研究是十九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来源。在这一前进方向下进

行具体的经济建设，要求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必须处理好

学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与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的内在

联系。总体来看，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即学界理论证明与理论创新是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来源，学界研究为官方理论提炼和提供现实依据、理论来源与对策建议，

官方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抽象和提炼，并为学界指明研究立场与价值导向。在完善

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道路上，应坚持官方指引与学界创新的良性互动

的基本原则，即学界研究在坚持价值观取向正确，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上，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积极创新，为官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丰富的思想来源与创新土

壤；在创新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前进方向上，应注意是否与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略保持一致，具体标准是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否有利

于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强国”。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任务和具体实施路径是继

续为推动生产力发展与制度变革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集中力量研究和解决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中的新矛盾与新问题。从而实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要求，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切服从于能否真正实现从“富起来”走向

“强起来”，为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与建设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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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insic Logic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Zhang Qinyue, Ma Yan, Liu Chengjie
( School of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conomic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ETSCCNE）from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olds  that  the  though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official

economics.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pointed out by the ETSCCNE.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basic source of

the ETSCCNE. However，we need 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theory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at requires the innov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SETCCNE）.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manag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economics  and  official

economics. Overall，the two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that is to say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are the basic sources of  the ETSCCNE. The

academic  research provides  the  realistic  basis，theoretical  sources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finement  of  the  official  theory.  Officials  make  choices，abstraction &

refinement on the basis  of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specify  the research posi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for academics. On the path of perfecting and developing the SETCCNE，we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official  guidance and academic

innovation，that is，the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uphold the correct orientation of values and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and then the academia should emancipate the mind，

seek truth from facts and make innovation actively，so as to provide rich sources of ideas for the

SETCCN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whether i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basic stratagem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concrete

criterions include，whether it holds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whether it is beneficial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that “on the basis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we

should build a prosperous and strong mod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harmony and

beauty in two steps by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The main task of developing and perfecting

the SETCCNE is to give guidance to promote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concentrate on resolving the new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thus fulfilling the requirements of “stronger confidence of path，

theory，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neither taking the old

rigid closed road，nor taking the evil way of changing the banner and flag”. All subordination can

truly achieve a stronger China from a richer China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cademic

innovation; official guideline; positive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倪建文）

16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8年第1期


